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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生态韧性指城市生态系统应对扰动、适应变化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能力。新能源示范城市建设是中国能源转型过程中的一项重要试点工程，本文将

其作为能源转型政策的准自然实验，基于 2006—2021年中国 281个地级及以上城

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能源转型政策对城市生态韧性的影响及作

用机制。研究发现，能源转型政策显著提升了城市生态韧性，且这一结论在多种稳

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该政策通过激励政府增加能源转型基础设

施投入与节能环保财政支出、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引导居民形

成绿色消费偏好三条路径发挥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地方政府政治激励对该政

策的生态韧性提升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显示，相较于资源型城市，

该政策对非资源型城市生态韧性的提升效应更显著。空间效应检验表明，该政策

对城市生态韧性的提升作用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本文为在“双碳”目标下

差异化推进区域能源绿色转型、提升城市生态韧性水平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与

实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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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全球气候风险持续加剧、可持续发展诉求日益迫切的背景下，能源转型已成为各国应对

气候变化冲击、保障能源供给安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核心战略路径（王强等，2025）。“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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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

作为全球清洁能源开发利用的主力军，中国在清洁能源产业发展与场景应用方面已取得突破

性进展。截至2025年，清洁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发电量占社会总用电量

比重超三分之一；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历史性超过石油，非化石能源由此成为我国第二大能源

类型；风电光伏装机容量也首次超越煤电①。伴随能源含“绿”量不断提升，我国生态环境质量亦

同步改善，“十四五”期间单位GDP能耗累计下降约15.4%，细颗粒物（PM2.5）浓度累计下降20%，

重污染天数减少25%，这些成效表明我国正稳步迈向“美丽中国”建设目标②。在此背景下，能源

转型与生态环境质量的互动关系也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议题。

既有研究已证实，能源结构调整是提升环境质量的根本手段（魏巍贤、马喜立，2015）。但

需明确的是，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虽然能夯实城市抵御外界风险的基础（Meerow & Newell，
2017），却并不直接等价于城市韧性水平的提升。二者差异在于，前者强调人居环境的改善，

后者则强调城市面对外部冲击时的抵抗力、适应力与灾后恢复力（Holling，1973）。随着城市

功能结构日趋多元，其作为复杂社会生态系统，所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持续叠加（Wang et al.,
2019），近年来频发的自然灾害更是凸显了部分城市风险应对能力不足的短板。因此，构建系

统化的城市韧性承载体系，推动城市风险治理模式从被动抵御向主动响应转变，比依赖外在

保护措施更为关键。

当前学界对城市生态韧性的研究，主要围绕测度指标体系构建和影响因素识别两个维度

展开。在生态韧性的评价与测度层面，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的分析框架。国内现有研究中的

主流城市生态韧性评价框架包括“规模—密度—形态”（王少剑等，2021）、“DPSIR模型”（李雪铭

等，2022）以及“抵抗力、适应力和恢复力”（吕添贵等，2023）等。相关测度实践多以城市的生态

环境建设、污染物控制等静态特征为切入点，运用耦合协调模型、熵权法和社会网络分析法等量

化工具展开测度（张明斗、冯晓青，2019）。但此类研究的指标设计多依赖客观环境质量数据，本

质上是将生态韧性视为城市在特定时点的资源禀赋存量，侧重刻画生态韧性的本底水平，却缺

乏对生态风险暴露概率的量化评估，无法识别城市在外部不确定冲击下的脆弱性与恢复潜力。

尽管部分学者基于演化韧性理论尝试构建动态的生态韧性评价体系（朱静敏、卢小丽，2024），但
囿于数据约束和动态监测标准缺失，仍难以实现对生态韧性的动态评估。

在城市生态韧性的影响因素研究层面，现有文献考察了城镇化进程（王少剑等，2021）、经
济发展质量（赵领娣、孙兆旭，2023）、旅游经济发展（王松茂、牛金兰，2023）、人口集聚程度（李维

①国家统计局.“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四：能源转型跨越发展 绿色低碳成效显著

[R]. 北京：国家统计局，2026.

②国家统计局：《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 ——“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

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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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张明斗，2025）等因素对生态韧性的影响，旨在为推动区域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

理论支撑和量化证据。鉴于城市生态环境的典型公共物品属性，仅依靠市场主体或社会组织

的力量，难以有效化解系统性生态风险。因此，环境规制政策成为近年研究的焦点。部分学者

使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海绵城市建设（姚鸣奇等，2023）、智慧城市试点（楚尔鸣等，2023）、水
生态文明城市建设（张卓群等，2023）等环境规制政策对地区生态韧性的影响，研究结论均证实

上述政策试点取得了显著的阶段性成效。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能源的生产与消费是影响城市

生态韧性提升的关键因素，现有研究对能源转型与城市生态韧性关系的探讨却较为匮乏。

能源作为城市经济活动的物质基础，是驱动城市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但同时也是城市

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随着能源转型进程的加速推进，城市生态环境得到了显著改善（Jing
et al.，2021）。现有关于能源转型与生态环境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碳排放抑制、绿色技术创

新、能源效率提升等方面。例如，Wang等（2024）整合夜间灯光遥感数据与机器学习算法测算

城市碳排放水平，有效提升了区域间碳排放数据的横向可比性，从而为评估能源转型的碳排

放效应及其空间溢出特征提供了更为精准的测算依据。Wang和Ma（2024）从地方官员的激

励约束机制视角出发，发现地方官员在能源转型政策的落地执行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进而影

响空气污染的治理效果。进一步地，Ding等（2024）运用耦合协调模型，揭示了能源转型通过

“源头管控—过程监管—末端治理”的全流程治理路径，促进城市治污减排协同发展。此外，

大量研究证实，能源转型可通过促进新能源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优化、能源结构调整等路径提

升城市能源利用效率（Cheng et al.，2023）。通过总结已有研究可以发现，学界对能源转型影

响城市生态韧性的探讨较少，一是因为能源系统与城市生态韧性的关系涉及多学科交叉融

合，其分析框架较为复杂（石龙宇等，2022）。二是因为城市生态韧性评估指标体系尚未完善，

指标选取的主观性较强，难以准确识别能源转型对城市生态韧性影响（史晨辰等，2023）。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成果对本文探讨能源转型与城市生态韧性的关系具有一定借鉴意

义，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首先，在测度层面，虽有研究尝试从演化韧性角度对城市生态韧性

评价指标进行了修正，但其测度结果仍局限于对城市环境质量现状的静态刻画，未能有效捕

捉生态韧性的动态波动特征及潜在风险水平。其次，在研究视角层面，现有关于能源转型生

态效应的研究，多围绕污染排放管控、空气质量改善等生态环境单一子系统展开，难以全面反

映能源转型对城市生态韧性的综合影响。再次，在机制分析层面，现有文献对能源转型政策

作用路径的探讨，多集中于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创新等传统维度，缺乏基于多主体响应视角

的系统性机制分析。最后，在空间识别层面，环境污染物具有典型的空间扩散效应，能源转型

的政策效应也可能存在空间辐射作用，而既有研究尚未充分验证能源转型对邻近城市生态韧

性的空间溢出影响。

针对上述研究缺口，本文以2014年国家能源局公布的新能源示范城市建设（NEDC）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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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准自然实验场景，基于2006—2021年中国28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差

分模型与空间计量模型，从政府、企业和居民三大核心主体切入，考察能源转型政策对城市生

态韧性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能源转型政策显著提升了城市生态韧性，这一核

心结论在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该政策通过激励政府增加能源转

型基础设施投入与节能环保财政支出、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引导居民形

成绿色消费偏好三条路径，增强城市生态韧性。进一步分析表明，城市资源禀赋差异会显著

影响该政策的生态韧性提升效应。此外，地方政府的政治激励对政策效果具有显著的正向调

节作用。空间效应检验进一步表明，能源转型政策对城市生态韧性的提升作用具有显著空间

溢出效应，并对邻近地区的生态韧性产生提升作用。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拓展了环境政策评估的理论边界。现

有研究多聚焦能源转型的碳减排效应或经济增长效应，本文将其生态效应评估从环境质量改

善推进至韧性能力提升，为我国新能源市场发展和生态风险应对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第

二，改进了生态韧性的测度方法。区别于既有研究对静态生态本底水平的测度思路，本文引

入脆弱性（VEP）测度框架，通过设定相对阈值明确生态底线标准，并以城市维持最低生态安

全水平的概率作为生态韧性的代理变量。这种方法有助于识别生态系统在外部扰动下的脆

弱性特征，为韧性研究提供新的测度思路和方法参考。第三，系统揭示了能源转型影响城市

生态韧性的作用机制与空间效应。本文立足于政策实施的多主体响应逻辑，从政府响应、企

业响应、居民响应三个角度，分析能源转型政策影响城市生态韧性的传导路径，并进一步分析

了政府激励机制、区域资源禀赋差异及空间溢出效应对政策效果的复杂影响。这一研究完善

了能源转型赋能城市生态韧性的理论逻辑链条，不仅为地方政府制定政策提供多方面的理论

依据，也为学术研究和实践探索提供参考。

二、制度背景与研究假说

（一）制度背景

2012年国家能源局启动新能源示范城市建设（NEDC）工作，组织各地区结合自身发展基

础编制专项发展规划，并采用“地方申报、中央遴选”的方式确定试点名单。申报城市需满足

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完成规定的污染物削减任务，降低单位能耗；二是新能源消费量占总量的

比重不低于3%。2014年，我国确定了第一批81个新能源示范城市和8个产业园区。该试点

通过创新可再生能源开发方式，探索可再生能源与常规能源的协调利用模式，充分发挥市场

机制作用，推动可再生能源在城市区域供电、供热、供气、交通和建筑等领域的广泛应用，显著

提高了城市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同时，该试点推动经济结构向绿色低碳方向转型，构建更

具韧性的生态系统，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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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城市名单公布后，各试点城市结合本地实际与特色，纷纷出台配套政策支持新能源

的开发与应用。其中，以敦煌市和合肥市为典型。敦煌市编制了多个新能源发展规划，积极

打造100%可再生能源城市。合肥市则积极通过完善光伏发电补贴政策、建设“互联网+”智慧

能源平台、开展碳排放交易以及光伏电站资产证券化试点等多项措施促进光伏的推广。此

外，多个城市还将分布式新能源应用与建筑领域相结合，促进绿色建筑的发展。

从政策实施的产业效果来看，作为我国能源转型与可持续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实践平台，

新能源示范城市建设推动我国新能源产业在诸多关键领域收获了令人瞩目的阶段性成果（见

表1）。这一系列成果为我国新能源产业迈向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阶段筑牢了根基，为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了坚实的能源保障。此外，

NEDC也为全国范围内的能源转型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模式参考，成为推动我国能源结构优

化与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引擎。可以预见，持续推进新能源示范城市建设将会对中国经济发

展的各个方面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表1 我国新能源发展取得的主要成就

项目

创新
市场化

节能方式

工业企业
节能提效

绿色节能
建筑

充电基础
设施网络

成果

累计发布能耗限额、产品能效等国家标准
335项，能效标识覆盖5大用能领域44类用
能产品。2023年节能服务产业总产值超

5000亿元，较2013年翻了一番

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累计下降超
过36%。2016年以来，对3万多家工业企业
开展国家专项工业节能监察，为2万多家工

业企业提供节能诊断服务

累计建成节能建筑面积达326.8亿平方米，
占城镇既有建筑面积比例超过64%，较2013

年提高近30%
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近860万台，加氢站
超过450座。广东、广西、海南、江苏、湖北等
12个省份实现了充电桩“县县全覆盖”、充电

桩“乡乡全覆盖”

项目

节约型
公共机构

交通运输
体系

绿色低碳
生活方式

成果

90%县级及以上机关单位建成节约型机
关，创建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5114

家。2023年全国公共机构人均综合能耗较
2013年下降20.4%

截至2023年底，中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
过2040万辆，2023年铁路单位运输工作量
综合能耗较2013年下降约19%，全国铁路

电气化比例达73.8%
组织109个城市开展绿色出行创建行动，
考核达标城市97个，绿色出行比例达到

70%以上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能源转型》白皮书[R].北京,2024.

（二）研究假说

1.能源转型政策对城市生态韧性的影响效应

依据“演化韧性”理论，城市生态韧性是城市生态系统固有的属性，城市生态系统始终具

备防御、响应能力和动态进化能力。因此，本文参考欧阳晓等（2025）的研究，基于“压力-状
态-响应”（PSR）模型构建城市生态韧性指标体系，并从“抵抗力-适应力-恢复力”框架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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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增强抵抗力、提升适应力、强化恢复力三个维度分别阐释能源转型政策对城市生态韧性的

影响。

第一，增强抵抗力。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外部人为扰动，是导致生态退化与风险累积的核

心诱因。能源转型政策通过源头治理降低生态压力，进而提升生态系统的基础防御能力。一

方面，政策鼓励地方依托资源禀赋开发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推动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

用，实现传统能源与新能源协同互补，从生产端削减污染物与碳排放，降低生态系统的环境负

荷。另一方面，能源转型降低了城市对高污染、高耗竭型矿产资源的依赖，缓解资源开发带来

的生态破坏与地表扰动，有利于矿区生态修复与生态本底保育。上述作用共同降低生态系统

的脆弱性暴露水平，增强了城市生态系统的抵抗力，使其在面对极端气候、环境波动等外部冲

击时，更容易维持结构稳定与功能完整。

第二，提升适应力。能源转型不仅推动能源结构更替，更通过重构城市生产生活方式，优

化生态系统内在状态，增强其动态适应能力。首先，清洁能源的普及可有效改善城市气候，缓

解城市热岛效应、改善大气环境与水文循环，从而提升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能力。其次，能源转

型倒逼高耗能产业退出与绿色产业集聚，推动产业结构绿色低碳升级，减少生态系统长期承

载压力，从而促进生态环境进入良性循环。此外，新能源技术与分布式能源系统的推广，提高

了城市能源供需的灵活性与稳定性，使得城市在面对资源短缺、极端气候等不确定性事件冲

击时，具备更灵活、更具韧性的状态调节能力。这种系统内在状态的优化，反映城市生态韧性

从被动防御逐步进化为主动适应。

第三，强化恢复力。恢复力体现为生态系统遭受冲击后快速修复、回归稳态的能力。新

能源示范城市建设通过完善能源基础设施与应急保障体系，提升生态系统的灾后恢复效率。

试点城市中，地方政府通过完善新能源管网、智能电网、分布式储能等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多

能互补与互联互通，提升能源调配与应急保供能力；同时构建以“企业储备为主、政府储备为

辅”的多层次能源储备体系，增强极端情况下城市的能源兜底保障能力。完善的能源储备体

系和智能化的调配体系能够帮助城市生态系统在遭受干扰后，通过储备能源的及时调配和使

用，减少外在冲击对城市基础设施和居民生活的干扰，缩短城市关键功能的恢复周期。基于

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1。
假说1：能源转型通过提升抵抗能力、适应能力和恢复能力，增强城市生态韧性。

2.能源转型政策对城市生态韧性的影响机制分析

能源转型政策本质上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传递的一种制度压力或政策激励。试点城

市的遴选和后续考核要求，构成了地方政府、企业和居民必须回应的外部约束。在这一压力

作用下，政府作为城市发展的主导者需要通过政策制定和资源配置来响应中央要求；企业作

为能源生产与消费的主要参与者，其技术创新和生产模式转变是对政策压力的适应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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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作为能源的终端使用者，其生活方式的转变则是在政策环境与市场信号共同作用下的行

为响应。政府出台的政策既受到企业和居民行为反馈的影响，又通过政策引导和资源配置反

过来塑造企业和居民的日常行为。本文从政府、企业、居民三重视角，探讨政策压力下各主体

的响应行为如何共同作用于城市生态韧性。

第一，政府响应。能源转型政策明确要求地方政府要做好组织领导工作，建立相关工作

机制，确立可再生能源优先发展战略。这一外部压力有效驱动政府部门制定新能源产业发展

的政策，通过分配财政资源和引导社会资本的流向，促进地区新能源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改

善（丁芸,2016）。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可能会为了迎合政府的产业政策而进行策略性创新（黎

文靖等,2016），影响新能源产业长期发展。因此，在合理配置财政资源的同时，政府会通过加

强基础设施建设、支持研发投入和人才培养这类功能性政策，纠正企业创新中的“短视”现象，

推动实质性创新，夯实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胡丽娜、薛阳，2023）。这些政府层面的响应行

为，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夯实绿色发展基础，最终作用于城市生态系统的抵抗能力、响应能力

和创新能力，实现城市生态韧性的增强。

第二，企业响应。作为能源消费与污染排放的主体，企业在能源转型政策压力下，其生产

行为调整是政策效应传导至生态韧性的重要环节。在源头预防层面，政策释放的环境规制与

市场预期信号引导企业优化投资决策与产能布局，推动高污染高耗能企业收缩落后产能、退

出低效率生产领域，同时扩大新能源领域投资，引导生产要素向绿色低碳领域集聚，为提升生

态韧性筑牢产业基础（吕鹏、黄送钦，2021）。在过程控制层面，企业依托政策激励下的研发投

入，通过技术创新与工艺升级提升能源利用效率、降低单位碳排放强度，进而推动节能降碳与

清洁能源技术应用，从生产过程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压力（程洪飞、李豫新，2025）。在末端治理

层面，以严格的排污标准与能耗碳排放约束倒逼企业升级末端治理设施、规范排污行为，削减

城市环境负荷（苏晨晨、柳艳红，2025）。由此，企业在不同生产环节的适应性调整，构成了提

升城市生态韧性的微观基础。

第三，居民响应。能源转型从认知与实践维度塑造居民行为。一方面，能源转型政策推

进增强了居民生态意识，使生态文明深入人心（王建明，2015）；另一方面，新能源汽车的普及

与公共交通的优化，减少了居民对传统燃油汽车的依赖，推动其选择节能产品与服务，主动降

低对传统化石能源的消费（尹碧波等、邝萍，2025）。这种由思维观念与生活行为转变共同驱

动的低碳化响应，不仅削减了城市碳排放负荷，更通过社会行为的集体转向，增强了城市应对

长期环境风险的适应能力与转型潜力。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研究假说2、3、4。
假说2：能源转型政策促进政府增加财政投资、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增强城市生态韧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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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说3：能源转型政策通过引导企业生产行为调整，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与污染

物减排，从而增强城市生态韧性。

假说4：能源转型政策通过引导居民生活行为转变，从而增强城市生态韧性。

三、数据来源与模型构建

（一）数据来源

本文实证分析采用中国地级市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样本期设定为 2006—2021年。

为保障数据质量与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样本筛选遵循以下原则：其一，剔除样本期内行政等级

发生变更的城市（如毕节、铜仁等），避免行政区划调整对变量测度的干扰；其二，剔除核心变

量数据缺失较多的城市，确保观测值的有效性。最终筛选得到281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的面

板数据，其中新能源示范城市（试点组）61个，非示范城市（对照组）220个。

本文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各省市统计年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EPS数据库，针对少量指标存在的年份缺失问题，本文采用

线性插值法补齐。此外，为缓解异方差、测量偏误及极端值对回归结果的干扰，本文对所有连

续变量进行上下1%的双边缩尾处理，并对部分绝对值较大的经济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

（二）模型构建

本文依据国务院及国家能源局正式发布的政策文件与公示名单，系统整理出 2014年国

家新能源示范城市建设名单，以入选城市为实验组，未入选城市为对照组。考虑到新能源示

范城市建设由中央统筹部署、地方申报遴选，具备一定外生性与随机性特征，可将其视为一项

准自然实验，以此识别能源转型政策对城市生态韧性的因果效应。为评估这一政策影响，本

文构建如下双重差分模型（DID）：
Yit = β0 + β1DIDit + β2Controlsit + μi + γt + εit

其中，Yit 表示第 i 个城市 t 年的生态韧性，DIDit 为政策分组虚拟变量与政策时间虚拟变

量的交互项，DIDit 的系数 β1 表示政策实施效应，反映新能源示范城市建设对城市生态韧性

的影响。 Controls 是一组控制变量，包括人均生产总值、产业结构等。 μi 为城市固定效应，γt

为时间固定效应，εit 为随机误差项。

（三）变量及其测度

1.被解释变量（ER）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城市生态韧性（ER），用以刻画城市生态系统在面临外部不确定性

冲击时的抵御、适应与自我修复能力。既有研究对城市生态韧性的测度多基于PSR模型（压

力、状态、响应）构建评价体系，并采用熵权法测算综合得分，以此衡量城市生态韧性水平。然

而，此类方法本质上是对城市生态环境静态水平的时点刻画，未能充分体现生态韧性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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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城市生态韧性不仅取决于当前的生态质量，还与其未来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冲击紧密

相关。现实中，部分当期生态质量较好的城市仍可能在极端气候、环境污染累积等冲击下出

现生态功能骤降。因此，仅通过静态评价难以捕捉生态系统的潜在脆弱性与风险概率。

为弥补传统测度方法的局限，本文在借鉴赵领娣等（2023）基于PSR模型构建生态环境评

价体系的基础上，将Chaudhuri等（2002）提出的贫困脆弱性测度框架（VEP方法）拓展至城市生

态韧性评估领域。具体而言，将VEP原框架中的“贫困脆弱性”重新定义为生态脆弱性，即城市

未来无法维持基本生态稳定的概率；将框架中的“家庭福利水平”替换为城市生态环境综合水

平，从而将脆弱性评估与经济学风险预测思路相结合，推动生态韧性测度由静态综合评价转向

动态概率评估。在测度方式上，通过估计城市生态环境水平的条件期望与条件方差，将分析重

心从“当期生态好坏”转向“未来风险预警评估”。在生态底线临界值设定上，考虑到生态系统承

载力阈值难以直接观测，且存在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本文采用相对阈值法，以每年所有样本城市

生态环境水平值的30%分位数作为最低生态安全临界线，并在稳健性检验中对分位数选择进行

敏感性分析，以缓解阈值选择主观性对测度结果的干扰。具体测度步骤如下：

首先，本文基于PSR模型构建生态环境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涵盖压力、状态、响应共 3个
二级指标和12个三级指标，如表2所示。由于不同指标存在正反方向的问题，本文对各指标

数值进行无量纲化处理，进而采用熵权法测算各城市逐年的生态环境水平综合指数。

表2 城市生态水平测度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生态环境水平

二级指标

压力指数

状态指数

响应指数

三级指标

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

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人均工业烟尘排放量

人均碳排放量

PM2.5年均浓度

人均水资源拥有量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人均建成区面积

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

单位

吨/人
吨/人
吨/人
吨/人

微克/立方米

立方米

%
公顷/万人

平方千米/万人

%
%
%

方向

负向

负向

负向

负向

负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在灾害学研究中，脆弱性是指在特定影响因素作用下，某孕灾环境区域内的承灾体对自

然灾害表现出的易受损性。延伸至生态领域，生态脆弱性指在特定时空范围内，区域生态环

境遭受外部扰动后发生退化、功能受损的潜在可能性。而脆弱性可以理解为韧性的对立面，

34



2026年第3期

即生态系统脆弱性越高，其韧性水平越低，反之亦然。基于这一关联，结合前文VEP方法的思

路，本文提出改进后的生态韧性测度方法，如式（1）所示。该式表示城市生态韧性等价于该城

市未来预期生态环境水平高于最低生态环境水平界限（即门槛值）的概率。

ERi t =Pr( )ELi t + 1 ³ Zt （1）
其中，ERi t 表示第 i 个城市在 t 时期的生态韧性；ELi t + 1 表示该城市在 t + 1时期的预期

生态环境水平；Zt 表示 t 时期城市生态环境的最低门槛值（即维持生态系统核心功能的临界

水平）。

城市 t + 1时期的预期生态环境水平可以表示为可观测到的变量（ Xi）和包含冲击因素的

误差项（ei）的函数，其函数表达式如下：

ELi t + 1 = f ( )Xiei （2）
把式（2）代入式（1）可得如下方程：

ERit =Pr( )ELi t + 1 = f ( )Xiei ³ Zt （3）
结合三阶段最小二乘法（FGLS）测算城市生态韧性，具体如下：

第一步，对城市生态环境水平进行逐年回归，将回归后的残差平方和作为生态环境波动

进行OLS估计，即存在下式：

ELi t =Xi β + εi t （4）
ε2

it =Xiθ + γi t （5）
其中，ELi t 代表城市 i 在 t 期的生态环境水平，Xi 代表一些城市的特征变量，εi t 代表城

市生态水平的波动项，γi t 为随机误差项。

第二步，构建异方差结构作为权重，重新对残差平方及生态环境水平进行加权回归，估计

未来生态环境水平的期望值和方差，即存在下式：

Ê [ ELi t|Xi]=Xi βFGLS （6）
V̂ [ ]ELi t|Xi = σ

2
i t =XiθFGLS （7）

第三步，假设生态环境水平服从正态分布，则生态韧性计算可以简化为下式：

ERi t =Pr( )ELi t + 1 ³ Zt = ϕ
æ

è

ç
ç

ö

ø

÷
÷

−
Zt−Xi βFGLS

XiθFGLS

（8）

然而，一方面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复杂性使得人类无法像评价自然资源供给能力那样

去评价生态系统的承载力阈值；另一方面，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影响的两面性进一步加剧了

生态环境承载力阈值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朱嘉伟等,2017）。因此，目前为止并没有一个绝

对阈值来评价生态系统的最低承载力。考虑到生态环境水平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每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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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有所不同，采用相对阈值的方法可以根据每年的实际数据动态调整最低生态环境水平

线，更贴合不同年份的实际情况。此外，生态韧性并非要求生态系统维持某一固定状态，而是

强调其在面对扰动时维持可接受功能水平的能力。据此，本文采用相对阈值的方法，取每年

所有样本城市生态环境水平值的30%分位点，设定为该年度满足城市生态承载力要求的最低

生态环境水平线，即门槛值（Zt）。

2.核心解释变量（did）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反映“该城市当年是否属于新能源示范城市建设试点”的虚拟变

量（treat ´ time）。 treat 、time 分别是城市虚拟变量和时间虚拟变量。将国家能源局公布的

试点城市作为处理组，取值为1；将非试点城市作为对照组，取值为0。对于试点城市，在试点

实施当年及以后取值为1，试点实施之前取值为0；非试点城市的年份虚拟变量均设置为0。
3.控制变量

考虑到城市生态韧性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与环境要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本文基于环境

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说、“污染避难所”假说及城市生态学相关理论，参考孙铭、王茗旭

（2025）的研究，从城市规模、经济水平、产业结构和对外开放四个维度，选择如下七个特征

变量作为控制变量：（1）人口规模（ps），以地级市年末总人口（取对数）表示，用以控制城市

规模扩张带来的资源消耗与生态承载压力。（2）经济发展水平（pgdp），用人均实际地区生产

总值（取对数）表示，用以捕捉不同经济阶段对生态环境的差异化影响。（3）工业规模（size），

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衡量，用以控制工业部门体量扩张对本地生态环境的直接压力。

（4）外商投资水平（fdi），以地级市当年实际利用外资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用以

控制外资依存度差异导致的潜在污染转移风险。（5）政府干预程度（gv），以政府财政一般性

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用以控制地方政府财政支配力与行政干预强度对生态资

源配置的影响。（6）城镇化水平（urban），以城镇常住人口占总常住人口的比重表示，用以控

制人口空间集聚带来的资源消耗强度变化与生态系统服务需求变化。（7）工业化水平

（idl），以工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用以控制地区产业结构的重工业化倾向

对生态韧性的影响。

（四）描述性统计

从表3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来看，生态韧性指标的取值范围介于0.121至1之间，其均值为

0.832，标准差为0.185。这一标准差数值表明样本城市生态韧性的分布较为集中，波动幅度相

对较小，数据的离散程度较低，整体水平较为稳定。政策变量的均值为0.109，这意味着在样

本城市中，受政策影响的城市占比约为10.85%。从整体角度分析，其余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

果与以往相关研究的结论较为契合。此外，所有连续变量的标准差均处于较低水平，这表明

在后续的回归分析中，数据受到极端值干扰的可能性较低，从而为回归模型的稳健性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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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的保障。

表3 描述性统计
变量

ER

DID
ps

pgdp

size
fdi

gv

urban

idl

观测值

4496
4496
4496
4496
4496
4496
4496
4496
4496

均值

0.832
0.109
5.892
10.491
6.586
0.018
0.183
0.526
0.389

标准差

0.185
0.311
0.656
0.707
1.075
0.018
0.092
0.165
0.135

最小值

0.121
0

4.015
8.773
4.205
0

0.064
0.191
0.028

最大值

1
1

7.204
12.009
9.063
0.088
0.572
0.950
0.839

（五）特征事实分析

结合图1所示的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生态韧性变化趋势可知，2014年示范城市建设名

单正式公布后，试点城市的生态韧性水平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化变动特征。政策实施前期

（2006—2013年），处理组（试点城市）与对照组（非试点城市）的生态韧性整体均保持波动上升

状态，两组变动轨迹高度贴近。政策实施后（2014—2021年），两组生态韧性走势出现明显分

化，试点城市生态韧性的下降速率远缓于非试点城市，组间韧性差距逐步拉大。具体来看，处

理组生态韧性在 2014年后虽伴随小幅波动，但整体稳定维持在 0.82~0.87的较高区间，并于

2021年回升至0.87左右；而对照组城市生态韧性则呈现大幅下滑趋势，由2014年的0.84逐步

降至 2017年约 0.77的低谷水平。然而，能源转型政策与城市生态韧性提升之间是否存在真

实的因果效应，仍需通过后续严谨的计量实证检验加以验证。

0.92
0.90
0.88
0.86
0.84
0.82
0.80
0.78
0.76
0.74
0.72
0.70

对照组 实验组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图1 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历年生态韧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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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结果与讨论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 4报告了新能源示范城市建设对城市生态韧性影响效应的回归结果。其中，第（1）列

仅纳入核心解释变量，未控制城市与年份固定效应及其他控制变量；第（2）列在第（1）列基础

上加入城市与年份固定效应，以控制城市个体异质性与时间共同冲击的干扰。第（3）、（4）列

是在第（1）、（2）列的基础上加入所有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

回归结果显示，如果忽略城市个体特征和时间趋势的干扰，核心解释变量DID的系数不

显著甚至有偏误（第（1）、（3）列）。而在同时控制城市与年份后，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DID
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第（2）、（4）列），这表明新能源示范城市建设对城市生态韧性具有显

著的正向提升效应。

在经济意义上，以纳入所有控制变量的列（4）为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相较于非

示范城市（对照组），示范城市（实验组）的生态韧性水平平均提高0.016个单位。正如前文所

述，新能源示范城市建设的实施和推进，能够从抵抗力、适应力和恢复力三个方面，提高城市

的抗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从而促进城市生态韧性的提升，验证了本文的假说1。
表4 基准回归结果

DID

ps

pgdp

size

fdi

gv

urban

idl

常数项

地区固定
时间固定
样本量

R2

（1）
ER

0.010
（0.009）

0.831***

（0.003）
不控制
不控制
4,496
0.0003

（2）
ER

0.015**

（0.007）

0.831***

（0.002）
控制
控制
4,496
0.672

（3）
ER

-0.135***

（0.006）
0.050***

（0.005）
0.075***

（0.004）
0.377***

（0.119）
-0.635***

（0.042）
-0.069***

（0.021）
-0.227***

（0.027）
0.837***

（0.057）
-0.135***

（0.006）
不控制
不控制
4,496
0.377

（4）
ER

0.016**

（0.007）
-0.146***

（0.033）
0.101***

（0.015）
0.054***

（0.011）
-0.617***

（0.154）
-0.005

（0.073）
-0.044

（0.040）
0.008

（0.027）
0.301

（0.240）
控制
控制
4,496
0.691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结果保留三位小数；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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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稳健性检验

1.平行趋势检验

为验证基准回归结果是否因政策实施而非时间效应引起，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法并建立以

下模型（式9）进行平行趋势检验。检验旨在确认政策实施前，新能源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

的生态韧性变化趋势是否满足平行趋势假设，这是双重差分模型估计结果无偏的关键前提。

ERit = α0 +å
t = 1

4

γ−t preit +å
t = 1

4

rt postit +åαicontrolsit + γi + δt + εit （9）
式中，preit 为第 i 个试点城市政策实施前的第 t 年，postit 为政策实施后的第 t 年，为避免

完全多重共线性，本文选取政策实施前一年（2013年，记为-1期）作为基期，对政策实施前4年
和后4年进行平行趋势假设检验。

结果如图 2所示，在政策实施前，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生态韧性的变动系数均不显著

异于 0，表明两组城市的生态韧性变化满足平行趋势假设。政策实施后，从第二年起，能源

转型政策对生态韧性的正向促进效应开始显现，但随着时间推移，政策的提升幅度呈逐步

收窄态势，这一特征符合边际效应递减规律。其原因可能在于，政策实施初期，新能源示范

城市建设处于起步阶段，中央与地方的专项政策投入和行政干预能够快速弥补城市生态短

板，显著提升生态韧性。然而，随着新能源产业规模扩张和生态韧性水平的逐步提高，生态

系统的优化逐渐进入“提质增效”阶段，进一步提升生态韧性的边际成本上升、难度加大。

此外，城市生态韧性还会受到人口规模增长、经济发展模式转变、自然灾害等外部因素的干

扰，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了能源转型政策的长期效应。因此，能源转型政策在推进过程中需

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和优化，以适应外部环境变化，从而持续释放其对城市生态韧性

的提升效能。

2.安慰剂检验

虽然基准回归通过纳入城市固定效应控制了不随时间变化的城市特征对生态韧性的影

响，但仍可能存在随城市和时间同时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干扰估计结果。为进一步识别城市

生态韧性提升的净政策效应，排除随机性因素与不可观测混杂因素的干扰，本文采用安慰剂

检验进行稳健性验证。检验设计如下：在281个样本城市中进行1000次随机抽样回归，每次

随机选取61个城市作为“伪实验组”，其余220个城市作为“伪控制组”，随后沿用基准回归模

型式（1）进行估计，得到1000个“伪政策虚拟变量”的估计系数。图3报告了伪系数的核密度

分布及p值散点图，结果显示，随机抽样得到的伪政策系数集中分布于0值附近，且绝大多数

系数的P值大于0.1，表明伪政策对生态韧性无显著影响；反观基准回归中核心解释变量的真

实系数，其值远离伪系数的分布区间，为明显的异常值。上述结果充分表明，基准回归所得到

的政策效应不太可能受到其他随机性因素或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佐证了基准回归结果是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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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安慰剂检验

3.替换最低生态门槛值

为验证基准结论在不同门槛值设定逻辑下的可靠性，本文借鉴潘敏等（2022）的研究思

路，对生态韧性核心测度环节中最低生态门槛值的界定方法进行替换，重新测算被解释变

量。具体操作步骤如下：首先计算样本期间每个地级市生态环境水平指数的时间序列平均值

并按升序排序，再采用百分位阈值的方法选取30%分位点作为统一的最低生态门槛值，最后

沿用前文改进的生态韧性测度方法，基于新门槛值重新测算生态韧性。结果如表5第（1）列

所示，核心解释变量 DID 的估计系数仍显著为正。

4.PSM—DID
新能源示范城市的遴选并非完全随机，可能存在样本自选择偏误，例如，试点城市可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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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其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可再生能源资源等优势，被选中的概率会更大。这类固有差异

会混淆政策效应与城市自身特质的影响，从而干扰政策效应的评估。因此，本文采用倾向得

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以逐期匹配的方式为处理组匹配尽可能相似的控制组样

本，使两组城市在观察到的协变量上尽可能具有可比性。具体而言，以控制变量作为匹配特

征，计算每个城市的倾向得分；采用近邻匹配（1:2匹配）策略，为样本期内各年度的处理组城

市逐期匹配最优对照组样本；最终以各期匹配权重的均值作为加权变量代入双重差分模型进

行参数估计。如表5第（2）列所示，DID 估计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仍显著为正，进一步

证实本文核心结论的稳健性。

5.排除同期其他环境政策的干扰

样本期内，我国同时推进了多项区域性、全国性环境规制政策，这些政策可能与NEDC存

在协同或叠加效应，进而干扰对能源转型政策效应的准确识别。为剥离这类同期政策的混杂

影响，本文手动收集了样本期内与城市生态韧性相关的三类典型环境政策，如低碳城市试点

（2010、2012、2017年）、碳排放权交易试点（2013年）和大气重点控制区试点（2013年）。在模

型中分别加入这些政策的虚拟变量（ DT 、TJY 、DQ）后，回归结果见表 5第（3）至（5）列，

DID 的估计系数依然在5%的水平显著为正，表明同期其他环境规制政策并未对本文的政策

效应评估产生实质性干扰，核心结论稳健。

6.非随机性选择讨论

前文PSM—DID虽能通过倾向得分匹配缓解试点与非试点城市在政策实施前的初始特

征差异导致的自选择偏误，但城市固有特征对生态韧性的影响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会随时

间呈现动态演变，比如老工业基地与非老工业基地城市的生态修复速度差异会随环保技术

迭代、产业转型进程逐步扩大。这类“静态特征+动态时间趋势”的交互影响仍可能导致政

策效应估计偏差。为捕捉并控制这类动态时变偏误，本文参考宋弘等（2019）的研究思路，

在基准模型中加入城市核心固有特征变量与线性时间趋势的交互项进行回归分析，具体方

程如下：

Yit = α0 + α1DIDit +åαicontrolsit +åothersi ´ trendt + ηi + γt + εit （10）
模型中，othersi 表示城市固有特征的虚拟变量集合，包括政治经济地位（直辖市、省会城

市）与资源地理禀赋（交通枢纽、老工业基地、北方城市及胡焕庸线西北侧城市）两大维度；

trendt 为时间线性趋势项。 othersi ´ trendt 交互项从线性角度控制了城市固有特征差异随时

间变化对生态韧性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5第（6）列所示，DID 的估计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

平上仍显著为正，结论的稳健性进一步得到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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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控制变量的再检验：剔除潜在重叠指标

由于城市生态韧性测度指标体系中的部分三级指标（如人均工业废水、人均工业二氧

化硫、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可能与控制变量中的人口规模、工业规模、工业化水平存在概念

上的重叠，从而导致伪回归问题。因此，本文剔除了上述控制变量重新进行回归。如表 5
第（7）列所示，DID的估计系数仍显著为正，表明在排除潜在变量重叠干扰后，核心结论依然

稳健。

表5 稳健性检验结果

DID

DT

TJY

DQ

othersi ´ trendt

控制变量

地区固定

时间固定

样本量

R2

（1）
替换最低
生态线

0.018*

（0.010）

控制

控制

控制

4，496
0.884

（2）

PSM-DID

0.045***

（0.015）

控制

控制

控制

1，428
0.815

（3）

低碳试点

0.017**

（0.007）
0.024***

（0.007）

控制

控制

控制

4，496
0.695

（4）
碳排放
权试点

0.016**

（0.007）

-0.032***

（0.008）

控制

控制

控制

4，496
0.695

（5）
大气重点

控制区试点

0.018**

（0.007）

-0.028***

（0.007）

控制

控制

控制

4，496
0.696

（6）
非随机性

选择

0.016**

（0.007）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4，496
0.709

（7）
剔除可能重复

控制变量

0.012*

（0.007）

控制

控制

控制

4，496
0.684

（三）影响机制分析

为检验能源转型政策影响城市生态韧性的具体机制，基于前文理论分析，本部分从政府、

企业、居民三个响应维度选取机制变量，模型设置如式（11）。其中，Mit 为机制变量。

Mit = α0 + α1DIDit +åαicontrolsit + μi + νt + εit （11）
1.政府响应

为验证政府响应机制的作用，本文从硬件设施保障与专项财政支持两个维度构建机制变

量。首先，采用“城市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建设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取对数）”衡量政府对新能

42



2026年第3期

源相关基础设施的硬件投入力度。回归结果如表6第（1）列所示，能源转型政策对基础设施

投资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试点政策提高了政府在能源转型相关设施的投资强度。其

次，采用“政府节能环保支出（取对数）”衡量政府对新能源产业扶持、污染治理等领域的专项

财政保障力度。需说明的是，由于节能环保支出统计数据始于2007年，本文剔除2006年的样

本以及数据缺失严重的城市。回归结果如表6第（2）列，能源转型政策（DID）的影响系数显

著为正，表明试点政策提升了政府对能源转型的财政支持主动性。上述检验证明了能源转型

政策通过促进政府的硬件投资与财政支出，推动城市新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与污染治理能力提

升，进而优化生态环境，提高生态韧性，验证了假说2。
2.企业响应

为检验企业在能源转型影响生态韧性过程中的行为响应，本文从技术创新驱动、产业结

构升级、能耗与污染减排三个角度选取机制变量。具体而言，采用复旦大学产业发展研究中

心发布的《中国城市和产业创新力报告》中的城市创新指数来反映企业在新能源技术研发、清

洁生产工艺创新等领域的技术支撑能力。选取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衡量

企业的产业结构调整。其中，产业结构高级化用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表

示。产业结构合理化参考干春晖等（2011）的做法，使用泰尔指数衡量，公式如（12）所示，式中

Y 表示产值，L 表示就业，i 表示产业类型。选取能源消耗量和碳排放量衡量企业的能耗水平

与非期望产出。能源消耗总量将各城市用电量、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消耗量折算为标准煤并

取对数得到；碳排放量以二氧化碳排放量（取对数）表示。回归结果如表 6第（3）至（7）列所

示，能源转型（DID）对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城市创新指数的回归系数分别在

1%、5%、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对碳排放和能源消耗的回归系数分别在5%和10%的

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负。这表明能源转型政策的实施能通过激发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推动

新旧动能转换，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优化产业结构，从而减少生产的非期望产出，增强城市生

态韧性，验证了假说3。
TLit =åi = 1

n æ
è
ç

ö
ø
÷

Yi

Y
lnæ
è
ç

ö
ø
÷

Yi

Y
Y
L

（12）
3.居民响应

为验证居民在能源转型影响生态韧性过程中的行为响应，本文使用城市全年公共汽

电车客运总量（万人次）取对数衡量居民的绿色出行行为，反映居民选择低碳、环保出行方

式的意愿与行为强度。回归结果如表 6第（8）列，能源转型政策（DID）对公共汽电车载客

量的回归系数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新能源示范城市建设能够增强居民的

节能低碳意识，引导居民生活方式向绿色化转变，从而助力城市生态韧性的提升，验证了

假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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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机制检验结果

DID

控制变量

地区固定

时间固定

样本量

R2

（1）
基础设施

投资

0.076*

（0.050）
控制

控制

控制

4，496
0.810

（2）
节能环保

支出

0.114*

（0.060）
控制

控制

控制

3，915
0.750

（3）
产业结构
高级化

0.040***

（0.015）
控制

控制

控制

4，496
0.864

（4）
产业结构
合理化

0.017**

（0.007）
控制

控制

控制

4，496
0.802

（5）
城市创新

指数

0.155***

（0.030）
控制

控制

控制

4，496
0.942

（6）

能源消耗

-0.023*

（0.013）
控制

控制

控制

4，496
0.960

（7）

碳排放

-0.027**

（0.011）
控制

控制

控制

4，496
0.978

（8）
公共汽电车

载客量

0.201***

（0.072）
控制

控制

控制

4，496
0.242

（四）进一步分析

1.政治激励的调节效应分析

地方政府在新能源示范城市建设中的行为方式高度依赖于政治激励机制和政绩考核体

系的导向作用。尽管示范城市建设具有“中央请客、地方买单”的特点，表现出一定的弱激励

性和弱约束性。但随着我国政府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从单一的GDP增长导向转向绿色GDP等

综合指标导向，环保与政府官员绩效考核挂钩，地方政府落实新能源示范城市建设的动机显

著增强。本文参考纪志宏等（2014）的研究思路，使用官员年龄特征来表示政府的晋升激励。

具体而言，若官员年龄大于54岁，则晋升空间较低，政治激励较弱；如果年龄小于54岁，则晋

升激励较强。此外，随着我国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地方官员的更替成为一种常态，由此带来

的“新官上任三把火”效应，会强化辖区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动机（丁从明等，2015）。综上，本文

通过设置虚拟变量的方式进行验证，若城市当年市委书记的年龄小于54岁，则赋值为1；反之

为0。若城市当年市委书记换届，则赋值为1，反之为0。地方官员数据来源于CCER官员数据

库。结果如表7第（1）、（2）列所示，无论是年龄激励还是任期激励，都能显著提高能源转型的

生态效益。

从现实背景来看，这种结果的出现有其合理性。一方面，地方政府官员的晋升激励直

接影响其政策执行的积极性。在有限的任期内，官员倾向于优先推动符合政策导向的项

目，以积累政绩。新能源示范城市建设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部署，既能够提升城市的绿色

形象，又可为官员的政绩加分。因此，年轻的官员或新上任的官员更倾向于积极推动新能

源示范城市建设。另一方面，城市灾害事件的频发及其严重程度，影响着政府官员的政绩

表现和责任意识。极端气候导致城市受灾风险显著上升，在这种背景下，政府官员面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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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社会和上级政府的双重压力，要求其提升城市的抗灾能力以减少灾害损失，保障民众

生命财产安全。

2.资源禀赋的异质性分析

能源转型的政策效果不仅取决于政府执行力度，还受到城市间资源禀赋差异的调节。资

源禀赋通过影响产业结构和发展路径，进而对政策效果产生异质性作用。而基于整体样本的

参数估计结果掩盖了政策效应的资源禀赋异质性。因此，本文依据《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

发展规划（2013—2020年）》界定的资源型城市名单，将样本划分为资源型与非资源型城市进

行分组回归。其中，资源型城市赋值为1，非资源型城市赋值为0。结果如表7第（3）、（4）列所

示，能源转型政策对非资源型城市生态韧性的影响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而对资源型

城市的生态韧性影响系数为负但不显著。

可能原因在于，资源型城市因长期依赖资源型产业形成路径依赖，面临“资源诅咒”困境，

其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特征导致能源转型面临结构性阻力。相比之下，非资源型城市对本

地资源依赖较低，产业结构多元化，且面临传统能源成本约束，对可再生能源的需求更强，能

源转型面临的产业结构阻力更小，因而生态韧性提升效应更为显著。

表7 进一步分析

DID

控制变量

地区固定

时间固定

样本量

R2

（1）
年龄激励

0.020**

（0.008）
控制

控制

控制

4,496
0.692

（2）
任期激励

0.019**

（0.008）
控制

控制

控制

4,496
0.692

（3）
资源型城市

-0.020
（0.013）

控制

控制

控制

1,792
0.730

（4）
非资源型城市

0.036***

（0.008）
控制

控制

控制

2,704
0.643

3.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能源转型政策本质上属于一类典型的环境规制工具，已有研究表明，环境规制政策的影

响往往突破行政边界，表现出空间溢出特征，且这种空间影响可能具有双面性（戴永安、张潇，

2023）。一方面，严格的环境规制可能促使高污染产业向外转移，引发“污染避难所效应”；另

一方面，要素跨区域流动、知识溢出与技术扩散也可能带动邻近地区绿色技术进步。循着这

一逻辑，能源转型政策同样可能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其一，试点城市的资本、技术与新能源产

业经验可通过要素跨区域流动，为周边地区能源转型提供支撑；其二，示范城市内部环境约束

趋严也可能推动部分传统高耗能产业向邻近地区转移，加之大气、水体等污染物本身具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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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扩散属性，可能间接影响周边城市的生态韧性水平。因此，识别能源转型政策的空间溢出

效应对于全面评估其生态影响效果至关重要。

为验证上述空间溢出效应，本文首先构建空间权重矩阵，考虑到城市间的关联性同时

受到地理邻近性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双重影响，本文采用经济地理嵌套矩阵（式 13）进行空间

计量分析，其中权重比例参数 α设定为 0.5。其次，采用全局莫兰指数对城市生态韧性的空

间相关性进行检验。结果如表 8所示，2006—2021年各年生态韧性的全局莫兰值均显著为

正，表明生态韧性在空间上呈现明显的集聚特征。进一步通过莫兰散点图考察样本城市局

部的空间相关性，结果如图4显示，地级市生态韧性主要分布在第一、三象限，呈现明显的高

值集聚、低值集聚的空间集聚形态。以上检验均表明生态韧性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有

必要采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检验。结合本文研究问题与数据特征，本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

空间杜宾模型（公式 14）进行实证检验。该模型既可以捕捉城市生态韧性的空间滞后效应，

又能分解能源转型政策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更贴合本文识别政策空间影响的研究

需求。

W de
ij =

ì
í
î

α ´W d
ij + ( )1−α ´W e

ij i ¹ j
0 i = j

（13）
ERit = α0 + ρWERit + α1DIDit + λDIDit + ηCon tr olsit + θWControlsit + μi + φt + δit （14）

表8 莫兰指数

2006
0.322***

（10.691）
2010

0.187***

（6.328）
2014

0.230***

（7.718）
2018

0.271***

（9.024）

2007
0.464***

（15.320）
2011

0.153***

（5.285）
2015

0.241***

（8.111）
2019

0.233***

（7.756）

2008
0.186***

（6.289）
2012

0.207***

（7.003）
2016

0.458***

（15.136）
2020

0.182***

（6.085）

2009
0.113***

（3.903）
2013

0.156***

（5.285）
2017

0.242***

（8.065）
2021

0.245***

（8.120）
注：***代表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括号内为Z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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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莫兰散点图

表9展示了相应估计结果，能源转型政策对本地区及邻近城市的生态韧性影响均显著为

正，验证了能源转型政策空间溢出效应的存在。为了具体分析溢出作用的强度，借鉴Lesage
和Pace（2009）提出的偏微分分解方法，将能源转型政策的总效应进一步分解为直接效应、间

接效应与总效应。结果显示，三者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能源转型政策不仅能显著提升试点

城市自身的生态韧性，还能对邻近城市的生态韧性产生正向辐射带动作用，验证了上文的理

论预期。

表9 空间计量结果

DID

ρ

控制变量

地区固定

时间固定

样本量

R2

（1）
Main
0.012*

（0.007）
0.308***

（0.025）
控制

控制

控制

4，496
0.100

（2）
Wx

0.065***

（0.019）

控制

控制

控制

4，496
0.100

（3）
Direct
0.016**

（0.008）

控制

控制

控制

4，496
0.100

（4）
Indirect
0.099***

（0.027）

控制

控制

控制

4，496
0.100

（5）
Total

0.115***

（0.030）

控制

控制

控制

4，496
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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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能源系统作为城市社会—生态系统的核心基础设施，其供应稳定性与结构灵活性直接影

响城市生态系统的抗扰动与恢复能力。本文以新能源示范城市建设（NEDC）为准自然实验，

基于 2006—2021年中国 281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与空间计量模

型，从政府、企业和居民三个维度识别能源转型政策对城市生态韧性的影响及其机制。主要

结论如下：能源转型政策显著提升了城市生态韧性。其作用机制如下：政府维度，政策通过增

加能源转型相关基础设施投入，完善了城市能源基础设施；企业维度，政策通过激励企业绿色

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降低生产端能耗强度；居民维度，政策通过培育居民清洁消费偏好

减少终端能源需求。进一步分析表明，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显著增强了政策效果；政策对非

资源型城市的生态韧性提升效应更显著，资源型城市因产业路径依赖与生态本底脆弱性，政

策效果受限。空间计量结果显示，能源转型政策具有显著正向空间溢出，不仅有利于增强本

地区生态韧性，也对邻近城市生态韧性的提升产生正向溢出作用。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尝试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第一，持续稳妥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本文研究证实，新能源示范城市建设显著提升

了城市生态韧性，因此需进一步完善机制保障体系，强化政策落地效能。具体而言，一是强化

技术与金融支持。技术层面，聚焦储能、系统灵活调节等核心技术领域加大攻关支持力度，推

动能源技术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以破解转型技术瓶颈；金融层面，完善绿色金融服务体系，设

立能源转型基金，重点为核心技术开发、新能源项目落地提供长期资金支持，并鼓励金融机构

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引导社会资本有序参与能源转型。二是健全考核与监管机制。本文的进

一步分析表明，地方政府政治激励是能源转型顺利推进的重要保障，因此可将能源转型成效

等核心指标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同时加强新能源市场监管，防范“伪转型”、“生态破

坏式转型”等异化问题。三是加强经验推广与合作，总结新能源示范城市在技术应用、政策配

套、市场培育等方面的可复制经验，向具备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的城市推广，从而扩大政策辐

射效应。此外，依托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打破区域行政壁垒，推动各地政府、企业在新能源

领域构建合作学习机制，发挥网络协同效应，进而形成全国一盘棋的能源转型格局。

第二，能源转型对生态韧性的赋能效果，有赖于政府、企业、居民三大主体协同发力，而非

单一主体推动。为此，应立足三类主体的行为逻辑，构建激励相容、联动高效的治理体系。具

体而言，一是强化地方政府能源转型响应的主动性。地方政府作为政策引导者与统筹者，应

聚焦能源转型与生态环境提升目标，优化政策配套衔接，主动推进新能源项目落地实施，打破

区域行政壁垒，牵头搭建跨区域协同转型平台，统筹协调技术、资金等核心要素配置，破解能

源转型中的政策碎片化、区域协同不足等问题，为企业转型、居民参与提供良好政策环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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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激发企业绿色转型内生动力。企业作为能源转型核心载体，应依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绿

色信贷贴息等优惠政策，重点开展新能源技术研发、节能降碳改造与产业链绿色化升级。试

点城市可搭建绿色技术共享平台、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中心，推动龙头企业将绿色技术向上下

游企业扩散。同时，完善绿色产品认证与政府采购制度，以市场需求引导企业持续参与能源

转型，破解企业转型动力不足、创新意愿不强的难题。三是从需求侧夯实能源转型的社会基

础。居民作为终端用能主体，是能源转型持续推进的重要支撑。一方面，在新能源示范城市

扩大居民侧清洁能源应用场景，推广分布式光伏入户、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等措施，降低居民

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减少污染排放；另一方面，建立居民绿色用能激励机制，通过绿色用电补

贴、绿色出行积分等方式，引导居民主动选择清洁用能方式，形成稳定的清洁能源需求。通过

居民能源消费结构转型，为新能源消纳提供持续市场支撑，进而从需求侧巩固能源转型成效。

第三，差异化精准施策。依据本文异质性分析结论，应针对资源禀赋差异实施分类引导，

提升能源转型政策的靶向性。在非资源型城市，可充分依托其产业结构多元、转型阻力小的

优势，以创新驱动深化产业融合，推动可再生能源在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领域的规模化应

用，鼓励发展综合能源服务、虚拟电厂等新业态，同时加大绿色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支持力

度。在资源型城市，必须立足“资源诅咒”与路径依赖约束，坚持“先立后破”的转型策略。一

方面，依托原有产业基础，推动经济结构由单一资源依赖型向新能源多元支撑模式转型，培育

绿色低碳接续产业作为新增长极；另一方面，建立中央与地方联动政策体系，分区域、分阶段

有序推动煤炭消费减量替代，防范转型过程中出现经济失速、发展失衡问题。同时，完善就业

安置、技能培训与转型金融支持体系，为资源型城市公正转型提供保障。

第四，深化区域协同联动，充分释放能源转型的空间溢出效应。根据本文空间计量检验

所揭示的政策外溢特征，应加快构建跨区域协同治理格局。一是搭建区域协同转型平台，建

立跨区域能源转型协作机制，推动试点城市与周边地区在新能源技术共享、产业配套、生态联

防联治等方面的合作，通过共建绿色技术创新联盟与产业转移承接基地，促进资本、技术、人

才等要素高效流动，强化空间集聚效应。二是以城市群为载体构建跨区域能源协作网络，强

化新能源产业链上下游联动，在提升区域经济韧性的同时，为生态韧性的提升提供物质基

础。三是制定区域统一的能源转型规划与绿色发展标准，统筹项目布局与生态保护，避免同

质化建设和恶性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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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rban ecological resilience refers to the capacity of urban ecosystems to cope with disturbances, adapt to

changes, and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New Energy Demonstration City (NEDC) program is an important

pilot initiative in China’s energy transition. This paper treats the program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for energy

transition policy. Based on panel data for 281 Chinese cities at the prefecture level and above from 2006 to 2021, this

paper employs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 to evaluate the impact of energy transition policy on urban ecologi-

cal resilience and its underlying mechanisms. The findings show that energy transition policy significantly improves

urban ecological resilience, and this conclusion still holds after various robustness checks. Mechanism analysis indi-

cates that the policy operates through three channels: incentivizing governments to increase investment in energy tran-

sition infrastructure and fiscal expenditure on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romoting corporate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structural upgrading, and guiding residents to develop green consump-

tion preferences.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local government political incentives positively moderate the policy’s ef-

fect on enhancing urban ecological resilienc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veals that, compared with resource-based cit-

ies, the policy has a more pronounced effect on improving urban ecological resilience in non-resource-based cities.

Spatial effect tests indicate that the policy’s enhancement of urban ecological resilience has significant spatial spill-

over effects.This paper provides important theoretical basis and empirical support for differentiated promotion of re-

gional green energy transition and the improvement of urban ecological resilience under the“Dual Carbon”goal.

Keywords: New Energy Demonstration City Development; Energy Transition Policy; Urban Ecological Resilience;

Policy Spill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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